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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士禛在清初唐宋诗学之争中所作出的最终重返唐音的选择，是与时代风会、个人的诗学倾向息息

相关的。王士禛尊崇的唐诗学是兼容的唐诗学，是以唐代诗学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唐诗学，是建构理论系统的

唐诗学。清初唐诗学的曲折挺进为王士禛重新反思唐诗学的得失提供了时间，而王士禛为清初唐诗学的重新

建设着实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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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唐、宋两大诗学传统形成以来，“宗唐”、“宗宋”之争，或者说唐、宋诗学之争就成为后代诗人、

诗论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对此，齐治平先生指出：“唐、宋之争已起，自南宋以迄近代，历时八百年之久，

实文学批评史上一大公案，学诗谈艺者不容不注意及此也！”［１］３那么，时至清初王士禛（即王渔洋）的时

代，唐诗学的状貌如何？尤其是渔洋与清初唐诗学的关联如何？由此展现出的深层学理问题是什么？

就成为本文着重探讨的话题。

一

时至清初，唐诗学受到宋诗学的强烈冲击，从而形成两派争辩的形势。这种形势的萌发主要来自于

两个方面的诗学风气。第一是反思的风气。即明代唐诗学的空疏流弊引起时人的反思，促动诗论家从

学理上兴起反击明代唐诗学而崇尚宋诗学的思潮。《四库全书总目》之《精华录》提要云：“当我朝开国

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２］１５２２由此可见时人对于七子派、

竟陵派诗学的反戈程度。而清初诗论家的论述更能传达出这种思潮的声音。黄宗羲就曾站在折中唐、

宋诗学的广阔立场上，对唯唐诗学为能事的诗学主张表示不满，并对“诗必盛唐”之论力持异议。他在

《诗历·题辞》中说：“今于上下数千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唐，于唐数百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盛唐。盛

唐之诗，岂其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浓淡，亦未尝归一，将又何适所从耶？是故论诗者但当辨其真伪，不当

拘于家数。”［３］２０４－２０５他还曾明确指出宋诗的价值，《张心友诗序》说道：“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

优长。”［４］５０而作为明末清初诗坛“宗主”的钱谦益，也不满于明代唐诗学的粗浅与守旧，对前、后七子派

和竟陵派的诗学主张进行了颠覆性质的批评，他在《王贻上诗集序》中斥责七子派的诗学主张是“学古

而赝”、“师心而妄”、“同归于狂易而已”［５］７６５；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斥责竟陵派的诗学主张是：“以凄声

寒魄为致，此鬼趣也。”［６］５７１叶燮对宗唐派的诗论观念颇不以为然，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论：“他于明代七

子诗风，病其陈熟；而于公安、竟陵诗风，又病其生新。”［７］５０８从黄、钱、叶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普遍持

有的诗学观是：不满于明代唐诗学的粗疏与守旧，不满于明代唐诗学的因循与鄙陋，不满于弃置宋诗学

而不知通变，不满于明代诗歌流派诗学主张的琐屑与狭隘。因此，他们从更大的诗学背景出发，从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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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可以互相融通的语境出发，提高宋诗学的地位，进而表现出对宋、元诗歌接纳的心理。第二是重构

的风气。宗宋派通过扎实的文学活动力图恢复宋诗真面目以补明代唐诗学缺失，从而重新建构宋诗学

的大厦。清初宗宋派的诗论家认为，宋诗学之所以被悬置起来，是由于人们对宋诗的真面目不了解，更

不能把握其中的韵致。于是，宗宋派或以宋诗选本的方式张扬宋诗的真面目，如吴之振、吕留良的《宋

诗钞》便应运而生，带动了此后宋诗选本的不断出现；或以深入研究的方式言说宋诗的诗学特征，如叶

燮就曾在比较中总结宋诗的艺术特征是：“盛唐之诗，浓淡远近层次，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备。宋诗则能

事益精，诸法变化，非浓淡远近层次所得而该，刻画博换，无所不极。”［８］６０１选本的方式和深入研究的方式

是宋诗派的自觉行为，它不但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而且对于扩大宋诗学的影响颇为有效。可以说，第

二个缘由对于宋诗学的勃兴更具有开辟路径的功效。因为宋诗学不仅需要理论反思，更需要理论建构。

如果说第一个风气是在“破”字上下气力的话，那么，第二个风气则重在“立”字上进行落实，即重在以宋

诗学的“后出转精”来弥补明代唐诗学的空疏。显然，这种冲击唐诗学的风气是很有批判意义的。

然而，唐诗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清初倡导唐诗学的诗论家依然掌握着强有力的批评话语权。那些尊

崇唐诗学的诗论家也发出强有力的反击声音。朱彝尊的诗论可见一斑。朱氏年长王渔洋五岁，与王为

友，海内有“南朱北王”之称。朱氏被认为是宗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尽管他中年以后亦有习染宋调的

趋向，但总体而言，朱彝尊是扬唐抑宋者。在《曝书亭集》中他说：“今之诗家，不事博览，专以宋杨、陆为

师，庸熟之语，令人作恶。”［９］９９又说：“诗家比喻，六义之一，偶然为之可尔。陆务观《剑南集》句法稠叠，

读之终卷，令人生憎。……迩者诗人多舍唐学宋。予尝嫌务观太熟，鲁直太生。”［９］２３６－２３７以此可见朱氏

对兴起的宋诗风是相当不满的。此外，清初的冯班、吴乔、贺裳、施闰章、毛奇龄等人也颇不以宋元诗为

意。他们或对单纯学宋表示不满，或认为时人批评明代唐诗学过当。连喜好宋诗的宋荦也指责当时的

学宋者随波逐流，不得要领，《漫堂说诗》中说道：“迩来学宋者，遗其骨理而挦扯其皮毛；弃其精深而描

摹其陋劣。”［８］４１７于是唐、宋诗学之争便成为清初不得不面临的时代问题，而且有文献记载，由于尊崇唐、

宋不同的诗学传统竟形成两大诗学阵营。而王渔洋属于宋诗学阵营中的一员。

二

王渔洋历来被视为是清初唐诗学的代表人物，他如何又成为清初宋诗学阵营中的一员呢？我们先

从俞兆晟《渔洋诗话·序》引述渔洋晚年对平生诗学思想演变的一段回顾谈起：“少年初筮仕时，唯务博

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

酒。然而空存昔梦，何堪涉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

焉避熟。……既而清利流为空疏，新灵寖以佶屈，顾瞻世道，惄焉心忧。于是以太音希声，药淫哇锢习，

《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兹老矣。”［８］１６３这段话包含着渔洋一段曲折的诗学史。

即他曾经历宗唐—宗宋—宗唐的回环往复过程。“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意味着渔洋心中有唐宋诗之

争的情结，并且他也承认曾尊崇过宋诗。

那么，王渔洋何时提倡宋诗呢？这个问题渔洋自己没有明说。而且关于渔洋宗宋的始末问题，也确

实有些难度。不过已有学者进行了探讨。如张健先生在《清代诗学研究》中认为，渔洋宗宋的标志性行

为是从扬州回到北京任上，是年为康熙六年。“至迟到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时，京师崇宋诗的风气已经相

当之盛。”［１０］３７１－３７２蒋寅先生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认为：“王渔洋大力提倡宋诗，是在乡居服阕入朝

之后，宋诗风在他的倡导下方始强劲起来。”［１１］３１时为康熙十五、十六年。本文以为，渔洋倡导宋诗的时

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局限于具体的年月是徒劳的，因为他从扬州任上开始到返回京师为部曹官员为终

结，他一直尊崇宋诗。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件诗学事件却改变了渔洋的诗学观，他开始重新考虑步入尊

唐诗学的体系中。所以，与其关注渔洋宗宋的开始时间，不如关注他宗宋的终结时间，即返回唐音的时

间。这是本文着重思考的问题。

这件诗学事件本文称之为“徐汪争辩事件”。据徐乾学《十种唐诗选书后》记载，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孟秋王又旦、汪懋麟、陈廷敬、徐乾学及王士禛集于城南祝氏园亭，为文酒之会。其间徐乾学与

诸公盛称渔洋诗歌为国朝正宗，度越有唐。渔洋门人汪懋麟举觞言曰：“诗不必学唐，吾师之论诗未尝

不采取宋元。辟之饮食，唐人诗犹粱肉也，若欲尝山海之珍错，非讨论眉山、山谷、剑南之遗篇，不足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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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快意。吾师之弟子多矣，凡经指授，斐然成章，不名一格。吾师之学，无所不该，奈何以唐人比拟？”徐

乾学与之讨论道：“季甪（案：汪懋麟的字），君新城弟子，升堂矣，未入于室。新城先生之才，足以挥斥八

极，丹青万物，其学问广博而闳肆。年少通籍，四十余年为风雅宗主，海内学者趋之如龙鱼归渊泽。先生

诲人不倦，因才而笃，各依其天资，以为造就。季甪但知有明前后七子剽窃盛唐，为后来士大夫讪笑，尝

欲尽祧去开元、大历以前，尊少陵为祖，而昌黎、眉山、剑南以次昭穆。先生亦曾首肯其言。季甪信谓固

然，不寻诗之源流正变，以合乎国风雅颂之遗意，仅取一时之快意，欲以雄词震荡一时，且谓吾师之教其

门人者如是。先生《渔洋前后集》具在，惟七言古颇类韩、苏，自余各体持择不可谓不慎，选练不可谓不

精。其造诣固超越千载，而体制风格未尝废唐人之绳尺。君熟读自得之，何可诬也。……先生何不仿钟

嵘《诗品》、杼山《诗式》之意，论定唐人之诗，以启示学者，即近日不须辞费。”［１２］４４６这段争辩说明，在汪

懋麟看来，渔洋是宗宋派的秉持者，奈何以宗唐派比拟呢？而在徐乾学看来，渔洋指授弟子，各依其天

资；汪懋麟性近宋诗，故以宋诗学教之。渔洋的各体诗歌亦大多未废唐人绳尺。结果汪被徐讥笑为渔洋

弟子中的登堂而未入室者。徐乾学还规劝渔洋仿照钟嵘《诗品》、皎然《诗式》之意，以定论唐诗而启示

学者。渔洋在聆听两人的争辩之后，对徐乾学的讨论颇为满意，按《十种唐诗选书后》的说法是“笑而颔

之”。即他默许了徐的观点。

“汪徐争辩事件”及渔洋“笑而颔之”的深层含义很有耐人寻味之处。其一，这表明，渔洋在宗唐宗

宋问题上该有选择了，他的态度该昭示于诗坛了，因为连门人都不能把握自己的诗学思想。而且，渔洋

也很清楚，当时的康熙皇帝是喜好唐诗的；他更清楚，在康熙十七年他之所以破例由部曹授翰林院侍读

学士，与皇帝称赞他“诗文兼优”有密切的关联。其二，这表明，渔洋该为唐诗学的耸动做些事情了，何

况他本人早年也中意于唐诗学。其三，这表明，此时该是他重新举起尊唐大纛的时候了。或者可以这样

说，自此之后，即自康熙二十二年之后，渔洋的诗学思想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已经走入唐诗派的阵营

之中。当然，这个走入历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的委曲还需仔细考索。

他重返唐诗学阵营之后所做的事情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关于唐诗学的理论阐发，如有关神韵理论的

阐发；二是关于诗歌选本的编纂，如着手《唐贤三昧集》等选本的编纂。前者从学理上进行唐诗学的建

构，后者从行动上进行唐诗学的宣扬，两方面互相配合。而编纂《古诗选》可谓渔洋返回唐诗派阵营中

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他首肯徐乾学规劝之意的变通方式。《古诗选》着手编纂的时间正是康熙二十

二年，共选五言古诗十七卷，七言古诗十五卷。根据渔洋《古诗选凡例》中的说明可知，五言古诗以唐代

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这五家为指归，七言古诗以杜甫为宗主，宋、元、明以后古诗隶附其

下，源流分明。《古诗选》重新确立了渔洋的论诗倾向，即树立尊唐诗学的大旗。也可以说，《古诗选》的

编纂发出了渔洋尊宋诗学终结的信号。

渔洋在唐宋诗学之争中所作出的最终重返唐音的选择，是很有批评史意义的行为。他之所以作出

这样的选择，当从多方面的因素去考究。就“外在原因”而言，历史的传承、明代诗学的影响等都可以视

作是其中的因素。就“内在原因”而言，渔洋早年形成的且一直爱好唐诗的审美情趣、重感兴重体悟的

思维方式等都是其中的因素。而以下三个缘由是最鲜明的。首先，宗宋诗风一开始就受到当时诗论家

的批评。施润章在《学余堂文集》卷七中曾转述宰相冯溥的话说：“宋诗自有其工，采之可以综正变焉。

近乃欲祖宋、元祧前，古风渐以不竟，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也。”［１３］８１又如朱彝尊：“今之言诗者，每厌弃

唐音，转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师法苏、黄，下乃效及杨廷秀之体，叫嚣以为奇，俚鄙以为正，譬之于乐，其变

而不成方者欤！”［９］８３由于施、朱两人的诗坛地位颇高，又有一批追随者，他们的言论深中宗宋和学宋的

流弊，颇具代表性。王渔洋与两人都有交往，两人的批评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注意，也不能不引发他重新

对于“祧唐祢宋”关系的深入思考。其次，康熙皇帝的诗歌趣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尊唐诗学的走向。据

《四库全书总目》的有关提要记载，康熙皇帝尽管对宋、金、元、明四朝诗歌加以御定刊行，有《御定全金

诗》七十四卷和《御定四朝诗》三百一十二卷付梓，但就总体诗歌旨趣而言，康熙皇帝尤其爱好和尊崇唐

诗。参与编纂《全唐诗》的张玉书在其《御定全唐诗录后序》中就曾说：“皇上天纵圣明，研精经史，凡有

评论皆阐千古所未发。万机余暇，著为歌诗，无不包蕴二仪，弥沦治道，确然示中外臣民以中和之极，而

犹以诗必宗唐。”［１４］４３９这样看来，身处朝廷的王渔洋对于皇帝的诗文爱好倾向是有所领悟的，此后他不

— １５７—



可能大张旗鼓地再倡导宋诗，他的诗学主张也不可能不受到皇帝诗歌趣味的影响。因此，随之而来的诗

学倾向的转变又多了一重政治学层面的缘由。其三，尊唐祧宋的救弊目的。渔洋崇尚宋元诗歌本有纠

偏补弊的目的。然而诸多的宗宋者在反思明代唐诗学之肤廓纤仄的同时，却走向浅近流溢的另一端。

《四库全书总目》之《精华录》提要曾经披露崇尚宋、元诗歌之后的形势是：“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

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于是士禛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

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２］１５２２由此看出渔洋改弦易辙而宗唐同样具有纠偏补弊的目的。

以上论及的转变因素和着重论述的三方面的缘由，尽管不能完全解释渔洋宗唐诗学转变的深层肌理，但

是，至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渔洋从宗宋派阵营中分化出来而走向宗唐派的诗学领域，确实与时代风会、

个人的诗学倾向息息相关。

三

进一步说，渔洋的唐诗学思想与清初其他论家的唐诗学思想相比，其“宗唐”诗学思想的内涵和诗

学主张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

其一，他尊崇的唐诗学是兼容的唐诗学。兼容意味着对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唐诗的兼容，意味着对历

代诗歌的兼容。他的好友施润章在《渔洋山人续集·序》中云：“客或有谓其祧唐而祖宋者，予曰：不然，

阮亭盖疾夫肤附唐人者了无生气，故间有取于子瞻。而其所为蜀道诸诗，非宋调也。诗有仙气者，太白

而下，唯子瞻有之，其体制正不相袭。……学三唐而能自竖立者，始可读宋、元，未易为拘墟鲜见者道

也。”［１５］７０８他的僚友徐乾学也在《渔洋山人续集·序》中评论渔洋诗学时说：“虽持论广大，兼取南北宋、

元、明诸家之诗，而选练矜慎，仍墨守唐人之声格。或乃因先生持论，遂疑先生续集降心下师宋人，此未

知先生之诗者也。”［１５］７０９由这两人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渔洋唐诗学的融通性质。当然，渔洋的兼容并非

没有中心，其诗学思想毕竟有几个要点：首先，他以唐诗为中心，其他各代诗歌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而有所

择取。其次，在尊崇唐诗之中，他又标举盛唐诗歌，而且他所指的盛唐诗歌的代表人物并非是李白、杜

甫，而是王维、孟浩然。再次，他倡导根柢与兴会相融合。根柢与宋诗学的要义有关，而兴会则与唐诗学

的要义有关。渔洋在《渔洋文》中认为诗歌之道有根柢、有兴会，二者不可得兼。如果能够兼容的话，

“又干以风骨，润以丹青，谐以金石，故能衔华佩实，大放厥词，自名一家”［１６］７８。这样的兼容才是渔洋唐

诗学的理论精髓。

其二，他尊崇的唐诗学是以唐代诗学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唐诗学，与同时代的其他“宗唐”者迥然有

异。渔洋论唐诗，既能区分唐诗初盛中晚的不同韵致，又能从诗歌精神层面把握其中的共性，从而在审

美神韵上领悟唐诗的艺术魅力。何世璂《然灯记闻》载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渔洋论诗法的一番作答很

值得回味：七月初八日，登州李鉴湖来谒。问曰：“某颇有志于诗，而未知所学。学盛唐乎？学中唐乎？”

师曰：“此无论初盛中晚也。初盛有初盛之真精神真面目，中晚有中晚之真精神真面目。学者从其性之

所近，伐毛洗髓，务得其神，而不袭其貌，则无论初盛中晚，皆可名家。”［８］１２１－１２２

于此，渔洋的用意很明显，他看重的是唐诗的审美境界，是对于具体师法的超越。亦可以见出渔洋

崇尚的是唐诗的真精神和真面目，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和格律。这样的诗学倾向自然与朱彝尊的宗唐诗

学观不同，因为竹垞尽管宗唐，但他还不曾从诗歌精神的层面把握唐音，此两家论诗同中有异，也与吴

乔、冯班、贺裳主张的晚唐的诗学观不同。吴、冯、贺只看到唐诗风采的局部，而不曾窥见唐诗韵致的

全部。

其三，建立在兼容和审美的眼界基础上，渔洋倡导“神韵”说，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诗学主张。这样的

理论建构自然与当时其他宗唐者的诗学思考行为有了区分。尽管施闰章、朱彝尊、徐乾学、毛奇龄等人

也有诗学文献传世，并且也有《蠖斋诗话》、《静志居诗话》、《西河诗话》等诗话作品存世，可仔细研读这

些宗唐派的理论便可以发现，无论是理论高度还是审美趣味，无论是诗法的探讨还是思维方式都无法与

渔洋的诗学主张相并肩。这是渔洋诗学的独特之处，也是他后来遭受嗤点之处。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

“大抵渔洋之失，即在标举神韵。标举神韵即立一门庭，门庭一立，趋附者固然来了，而攻击者也有一目

标。这还是小问题。最重要的，乃在立了门庭之后，趋附者与攻击者都生了误会，误会一生，流弊斯起。

所以我以前说过，由这一点言，王船山就比王渔洋为聪明。”［７］５２２郭先生的论述确为卓见。但是，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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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忽略了一点，即渔洋的理论建构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他理论素质的体现。尽管王夫之不乏特立独行

的理论素养，也有宗唐的诗学观念，更有《薑斋诗话》和一系列诗歌批评著作存世，但是，正如杨松年先

生在《王夫之诗论研究》中所说的那样：“王夫之在他的诗论与诗评中所提出的问题，前人大都曾经涉

及。”［１７］１８２也就是说，在肯定船山诗学价值的同时，我们不要过于褒扬他在诗学理论方面的“结构”贡献，

当然也不要简单地将船山的理论阐发与渔洋的理论建构相比较。这是因为，毕竟渔洋的诗学理论不仅

有所发明，而且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质。这样的情形与当时还处于民间的王夫之的诗学思想有着本

质的区别。因此，神韵的内涵中不仅“有风格，有才调，有法律”问题，也有寄托问题，即寄托着一种渔洋

所认同的儒雅精神，寄托着渔洋对于时代雅音反思的政治情愫。这样的深意，其他宗唐者是难以企及

的，也是难以理解的。

简言之，从诗学发展的脉络看，清初诗学是总结和反思古典诗学成就与鄙陋的时代。而在古代诗歌

发展史上，唐宋诗歌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诗学倾向：唐诗以情韵取胜，而宋诗以理趣取胜。“如何博观悦

取，转益多师，而又别出新意，独铸伟辞，这是清代诗人的历史任务。因此，凡是优秀的诗人，决不会只株

守一家之言。”［１８］１５７同样，清代的诗论家，尤其是像王渔洋这样有卓识的诗论家也绝不会只尊崇一家诗

学观念而不知变化。明确这一点，就可以推知王渔洋虽以尊唐为主，但上溯则源于汉魏六朝，下亦不排

斥宋元明。也就是说，他有明显的兼容意识，一种兼容历代诗学精神的意识。所以渔洋的唐诗学不是一

个视阈狭窄的唐诗学。

从王渔洋与清初唐诗学的互动关系看，经过对于明代唐诗学的反思之后，渔洋为清初唐诗学的重新

建设进行了开放式的理论探索，他倡导的神韵说是可以说古代诗学的集大成理论学说。尽管王士禛本

人不过是一个理论总结者，他自己也没有提供多少新的理论范畴，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有见识的

诗论家的地位。而清初唐诗学的曲折挺进又为渔洋重新反思唐诗学的得失提供了时间，故没有清初唐

诗学的文化底蕴和发展基础便没有王士禛的诗学思想。所以，王士禛可以称为是清初唐诗学理论建构

的首席设计师，而清初唐诗学发展的大背景又为王士禛提供了适合的理论平台和“神韵说”生存的

空间。

注释：

①邓汉仪：《宝墨堂诗拾》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钞本。此段文献为蒋寅先生所提供，见其著《王渔洋与康熙诗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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